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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的塑造 

黄忠鑫
1
 

【摘 要】:九相公作为汪王信仰的附属神祇，是徽州地区广为流行的民间信仰，但各地的功能和显灵故事差异较

大，需要详细的个案积累，才能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明清时期，徽州边缘山区札源村九相公崇拜的形成，与

里社制度密切相关，进而与吴氏宗族的驸马传说相联系，成为札源吴氏共同信奉的神灵。该民间信仰在经历了与周

边村落族姓的联合和分化过程之后，形成了一定的祭祀规则，反映了札源吴氏宗族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与利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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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信仰并非单纯的庶民阶层的信仰，而是属于各个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信仰，也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传统①2。同时，

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不同区域的民间神灵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某一特定神灵在不同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的传说故事

和显灵功能，往往有很大差别②3。因此，单个民间神灵的研究，应落实于具体的地域社会场景之中，考察其表现形式与功能的空

间差异。日本和我国台湾学界提出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将民间信仰组织及其活动的地域形态作为研究主题③4。对这

两个概念，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认同并进行完善④5;有不少批评者则认为祭祀圈形成的各类因素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

社区整体面相及其与国家关系等方面把握不够⑤6;有学者希望用新的概念取而代之，有的认为“信仰空间”一词更能够把握复杂

的社会文化实态，可以取代这两个概念⑥7，有的使用“庙界”来体现传统村落共同体⑦8。无论是修正完善还是另起炉灶，都在结

合若干实例探寻“圈”“界”“空间”背后的运行机制。因此，民间信仰地域性的探讨，需要更多区域个案的积累和比较，才

能不断接近规律性的总结。 

明清时代的徽州社会，民间神灵丰富多彩，乡土特征明显①9。其中，汪华(汪公、汪王)信仰作为徽州地方神灵的典型代表，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70012) 

作者简介: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东广州 510632)。 
2①朱海滨:《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江汉论坛》2009 年第 3期。 

3②朱海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4期。 
4③日本和我国台湾学界关于祭祀圈和信仰圈的研究论文，基本见于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han/index．htm。

另外，范纯武、王见川主笔的《台湾民间信仰研究述评》(收入路遥主编《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郑志明的《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回顾》(《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1期)等，对台湾学界的民间信仰研究情况也有详细介

绍。 
5④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 年第 1期;钱杭:《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

织——浙江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史林》2002 年第 1期。 
6⑤张宏明:《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民俗研究》2002 年第 1期;周大鸣:《祭祀圈理论

与思考——关于中国乡村研究范式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2013 年第 4期;鲁西奇、林昌丈:《“画圈圈”与“走出圈圈”——

关于“地域共同体”研究理路的评论与思考》，《人文国际》第 4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7⑥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1999 年第 2期。 
8⑦［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46～168 页;王健:《利

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92～126 页。 
9①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仪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1卷第 2 期，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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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地方大族势力的文化象征，也是外出移民自我认同的精神寄托，已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②10。汪华信仰还派生出不少附属

神灵崇拜，最为常见的就是其生有九子的传说，由此产生了所谓一二三太子、七八九相公等民间神灵。本文探讨的“九相公”，

便是传说中的汪华第九子汪献。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民间信仰的研究，仅停留在一般的描述上③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史

料多为零星片语，难以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皖浙交界的札源村至今仍保存了较为浓厚的九相公崇拜之风俗传统，还有内容颇为丰富的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及其道光

时期的续修版本存世。这两部族谱有不少关于明清两代当地九相公崇拜的记载，既有编纂者的说明描述，也包括合同文书、碑

记、歌谣等。结合口述调查和其他地区九相公的史料记录，可以探讨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的建构过程及其所体现的民间信仰

地域性问题。 

二、徽州边缘山区的宗族:札源吴氏 

札源村位于安徽与浙江两省交界的白际山区，现隶属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这是 1957 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结果，在此之前，

札源长期归属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二十五都，与周围的璜尖、清坑、木瓜等村共同构成了一块嵌入休宁县境内的飞地，或可称为

“歙县廿五都飞地”，1949 年至 1956 年曾一度划入休宁县。因此，从历史源流来看，该村落应属于徽州文化的边缘地带(参看

图 1)④12。 

 

据《札溪吴氏宗谱》，该族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由吴尧从临溪迁入廿五都飞地，先居于乔亭。休宁县南乡的临溪吴氏，

是徽州的著名大族，载入明嘉靖年间编成的《新安名族志》⑤13。尧公生有五子，其中第三子吴永兴卒于乔亭，被认为是当地始

                                                        
10②万明:《明代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郑小春:《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

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安徽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冻国栋:《唐宋间黟、歙一带汪华信仰的形成及其意义》，《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资料》第 25 辑，2009 年;王昌宜:《明清徽州的汪氏宗族与汪王信仰》，《宗教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丁希勤:《唐宋

汪华的神话故事与徽州社会变迁》，《安徽史学》2013 年第 3期。 
11③论及九相公崇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陶明选《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28～30 页;

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1卷第 2期，2003 年;王振忠《新安江》，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10 年，第 137～139 页。另外，毗邻徽州的宁国府地区的史料也展现了当地九相公故事与徽州的联系与变体，参见李甜《明

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23～224 页。 
12④笔者于 2011—2012 年间多次前往璜尖村调查，并走访徐家、札源、乔亭、清坑、木瓜等五村，有幸得见遗存的各类文献 200 

件以上，并对个别村民进行口头采访，对于这一地域自然与人文状况有所了解。 
13⑤(明)戴廷明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 年，第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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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第四子吴永宝定居于札源⑥14。两地在谱系建构上，将吴尧视为共同的始迁祖，但又将永兴、永宝列为各自的开基祖，或可认

为廿五都飞地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地域认同观念，将吴尧与更为久远的得姓祖，始迁徽州、始迁临溪等祖先区分开来。同时，

各村又认定各自的始祖，说明村落社区与宗族组织密切结合的形态与观念也已得到塑造。 

随着宗族力量的发展，札源吴氏设立谱局，内有文卷总裁、参校司书、敛资办事、贮钱族长、总理收支等职务名目，共由

21 人担任，分工协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修成《札溪吴氏宗谱》①15。“谱成之日，凡各支派应散谱若干部，以千字文编号，

拈阄填注。”②16由此，通过 32 个散谱字号，可以一窥会修族谱的支派构成③17。其中，第 1号为宗远堂收领，应为统宗祠。第 2

号至第 11 号为敦睦堂领取，第 12 号为积善堂受领，第 13 至 16 号是承恩堂领取，第 17 至 20 号是中和堂领取，第 21 号为友庆

堂受领。这 20 号分别是札源吴氏的五大派，其下又有若干个房支，数量以敦睦堂为最。第 22 至 32 号，皆为札源吴氏外迁分支

各派，为首的是同在廿五都飞地的乔亭派，其后是迁居浙江遂安等地各派。 

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札源吴氏再次设局续修族谱，“卷之号数，俱照旧谱接续，令其易查便考”，又以“文章华国诗

礼传家”八个字号分为八册。尽管只是增补内容，主持首士仍多达 27 人，分为族长、主修总裁、参阅校正、总理局务、总管出

入、督理诸司和抖敛值日等名目。不过，有童家村、石坂和石家井 3 个外迁支派未参加，最终续成 29 部④18。通过族谱编修的规

模，可以想见清代中期札源吴氏的宗族势力已经颇为庞大，成为廿五都飞地和浙江遂安县一带吴姓的主导力量。 

三、从社坛到村庙:九相公庙址的变化 

札源吴氏族谱载有数篇关于历次九相公庙修建的“记”。最早的是正德年间的《九圣庙记》，最晚的是道光续修谱收录的

嘉庆年间《重建九圣显灵庙记》。其中，对于庙宇源流描述最系统的当属嘉靖二十八年(1549)吴良鼎所撰《复迁重造九圣庙源

流记》，兹将该文主要内容移录如下: 

尝谓神之于人也，匪人弗立;人之于神也，匪神弗安，是神与人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我始祖尧公于大宋治平间由临溪寓

乔亭，与众共建社坛于黄尖。后居札溪，以祈报出入为艰，复立庙于张村，崇奉越国汪公之神，以期互相保障，抑摭吾夫子“敬

鬼神而远之”之义也。迨思义公招为宋度宗皇帝驸马，受赐内府之神，因请奉归，改称汪九相公，肇建新庙于东溪口，扦癸丁

向而敬奉之，荣君赐也。时同汊川丞相程泌公至戚，非特内事相维，即神之福民者，亦必与共，此汊川一月之游所自昉也。至

我朝正统七年庚申，高祖太平公见族盛人蕃，庙庭狭隘，于是会族重建，五架三间，故者以新，陋者以广，庶几乎一乡之壮观

也。后因洪水屡满庙庭，善士勇公、进士宪公于弘治戊申秋将庙牮高，填基三尺，用砖封固，蔽风雨，避水火也。曾经大方伯

钱塘陈公良器为之记。嘉靖壬寅岁夏五月，雨淫水盛，波涌澜翻，漂去神坛祠宇、观音阁、札溪桥、进士牌坊，溪前房屋一空。

噫!斯时也，神无依栖，民无止息，诚地运之大劫也。厥后族众咸思，神不可无庙，人不可无神。于是度材鸠工，建庙于石佛头

屏风山上，一如前式，规模稍广。嗣后，一境居民不安，狱讼、水火灾眚荐至，更兼殿庭蚁蠹，众意惶惶，忧心切切。至戊申

秋，族兄宗泰，乃勇公曾孙，毅然仔肩，倡举其事。或曰:立神置庙，本以祈福，今反得祸，恐神灵有爽，匪庙之故。泰曰:不

然，先正有言曰，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今庙基峻绝，嫌于高也。石磴萦纡，难于步也。香烟不恒其奉，钟鼓不

闻其声，祭祀不以其时，是吾人之奉于神者，不能致其如在之诚也。旱干水溢，岂神之过哉?实人心之咎耳。为今之计，莫若仍

扦于旧基乃可。众曰然。于是喧豗始定，人心翕然。卜日兴工，砌填故址，厥!视昔，约归七尺有余，防水患也。涓腊月十九辰

时之吉，改竖栋梁于东溪口之原处，运砖封蔽，不日而成，若有神助之者。①19 

据此，九相公庙址的变迁可以反映出庙宇性质变化的几个阶段。 

                                                        
14⑥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3《札溪同派乔亭吴氏谱图序》。 
15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首《会修族谱小引》。 
16②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凡例》 
17③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散谱编号》。 
18④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首《题名》、《目录》。 
19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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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姓共奉的社坛与汪公祭祀 

据说在北宋治平年间，吴氏始迁入廿五都飞地乔亭村之时，就曾与众姓立有一处社坛，位于黄尖(即璜尖村)。至于社坛的

祭拜对象，并未明言。吴氏随后迁入札源村，在张村(樟村)又立一处神庙，可以明确知晓该庙中供奉的神灵是汪公，并以儒家

学说“敬鬼神而远之”来解释社坛未设立于本村的缘由。若祭祀对象有所变动，当有所说明。因而可以推断，璜尖早期社坛的

祭拜对象也应是汪公。 

璜尖程氏在祀奉徽州程氏共同的祖先神灵程灵洗的同时，也立有汪公会。该族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订立合同称:“缘予等

祖居富溪，供奉汪公之神，多历年所。后自始祖讳通公迁于璜里，建庙巍巍，亦塑汪公之神像以为坛主，为凡岁时报赛奉祀，

固自无愆，而每年新正十八为圣之期，礼意较常为尤备。”可见，该村曾立有神庙，以汪公为坛主，“岁时报赛奉祀”②20。这

与札源吴氏所谓的汪公社神大体一致。而立庙之人，乃是璜尖程氏的始迁祖程通。关于程通的始迁年代，璜尖程氏现存的文书

认为是成化年间。札源吴氏虽宣称该族始迁于北宋，但对照璜尖建立社坛的记录来看，似应在 15 世纪后半叶。 

(二)独立村庙与九相公祭祀 

郑振满等人的研究表明，里社制度有逐渐转变为村庙的趋势，由同里之人拜同一社神转变为各村自立神庙。村落的分化主

要以分神、派生新的社庙等形式达成，直接表现为各村分别建庙立社。其缘由则在于里甲体制解体，赋役基本单位由里降为里

甲户或家族，内外村的区分得到强调③21。郑力民也认为，“祠只表示一族的成立，而社更表示一族之在一地的存在。所以，即

使是在世俗生活中，社重于祠的观念如说在单一族姓的村落无从体现，那么在诸姓合处的村落就有强烈反映”④22。廿五都飞地

的情况恰恰就是社的观念逐渐淡化，祠庙不断建立。明代飞地各姓在里社体制下，集中于璜尖共同祭拜。随后吴氏从乔亭迁入

札源，但远离璜尖，“祈报出入为艰”，为了继续保持社坛祭祀的传统，“复立庙于张村”。这是从里社向村庙转变的一个过

渡形态。 

随后，如吴良鼎所述，九相公为“内府之神”，改变了当地供奉汪公的传统，在札源村内自立九相公庙，完成了村庙的建

设。康熙年间吴兆泰撰写的《尚相公像记》曰:“吾族尚相公圣像，为宋室内府之福德，与今天竺大士共一，本沉香琢成者也。„„

(吴思义)敬信神明，疏请再三，蒙赐迎归札水，改作尚相公，而为我吴氏万年之香火。”⑤23此时，故事已经演化为内府福德之

神降临札源之后改称九相公。一般而言，福德神就是土地神、社神。徽州祭拜天地，相传日久，就被讹传为福德正神⑥24。无论

如何，这些附会传说反而透露出九相公与社神的密切关系。 

又据正德三年(1508)湖广布政司右布政使、杭州人陈良器的《九圣庙记》称，该文为应吴思常之请而作，其主要内容则是

回顾此前两次修建九相公庙的事迹。不过，此文撰成之时，距正统七年(1442)重修九相公庙已经过了 60 多年，距弘治戊申(弘

治元年，1488)再次重修也过了 30 多年。而且正统时即有庙宇的提法，也比成化时璜尖建立社坛要早，颇为可疑。因此，该文

即便不是伪作，陈良器也没有可能亲临札源，而只是根据吴氏的说法进行写作，满足其“欲揭之于榜，以垂永久”的目的。显

而易见，这只是吴氏粉饰宣传九相公庙、扩大九相公影响的举措。这种意识的产生最早也应该是 16 世纪。 

因此，九相公庙源于明代的里社体制以及更为久远的社祭传统，在山区开发和村落分化的背景下建立，实质上是札源吴氏

                                                        
20②关于该区域民间文献和历史脉络的研究，参见黄忠鑫《明清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暨南大 

学中国史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7 年。 
21③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 年第 1 期; 张宏明: 《村庙祭典与家族竞争》，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31 ～ 332 页。 
22④郑力民: 《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江淮论坛》1995 年第 4 期。 
23⑤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24⑥王振忠: 《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仪与社会生活》，《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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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庙。其庙址，在嘉靖初年一度从东溪口迁至石佛头屏风山上。但此后吴氏宗族一直有天灾人祸之虞，吴氏以祭拜不便、怠

慢神灵为由，将其原址重建。这一显灵事件表明，直至嘉靖后期，九相公庙才稳定成为札源的村庙，完全融入宗族聚落之中。 

道光四年(1824)，九相公庙又经历了一次重整。吴衍纯的《重建九圣显灵庙记》称，乾隆戊申年(五十三年，1788)山洪暴

发，将札源村的吴氏宗祠以及观音阁、王公祠等神庙一并冲毁，九相公庙也未能幸免。经过三十余年之后，吴氏宗族才恢复元

气。“合族缘将东溪口之原处缩归丈许，外砌石塝，内置士琮园地，拖掘填基，重新鼎建。制度三间，天井一线，四围砖饰，

满壁丹青。迎工刊塑众位神容，并梓潼帝君、观音大士，列于左右两旁之上，一齐供奉。”①25经过这次重建，札源村内除了祖

先之外的各色神祇，一起供奉于九相公庙内，进一步强化了村庙的地位。 

四、九相公与吴驸马:显灵和传说的建构 

九相公作为徽州民间信仰神灵的出现时间，应该不晚于南宋淳熙年间。据罗愿对徽州汪王庙诸问题的考证，“今自歙及杭、

睦间，往往祀所谓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岂钱氏所出欤?抑在八子之中，而其群从相与为次第，故至九欤?当以待知者”②26。

可知，当时九相公崇拜已经在新安江－钱塘江流域广泛传播。而从汪公八子的常识到第九子的出现，主要是民间社会建构的结

果，即便是徽州本地文人罗愿也不得其详。陶明选认为，“徽州存在昭明太子与九相公在信仰上的相互影响乃至可能出现混淆

的情况”③27。这一现象其实也提示我们，九相公崇拜具有明显的“土神”特征，不同地域的传说故事及其背后的蕴义也各不相

同。 

仅就目前管见所及，歙县渔梁坝的九相公庙(忠护庙)，“沿新安江舟行浙江者必祀之”④28，显然是商旅、水手等人群祈祷

路途平安之所。而普遍的情况是将九相公称为“菩萨”，与汪公相提并论，皆为保境安民的神灵⑤29。现存徽州民间科仪文书中，

有将九相公称为“衍正尚相公显佑王”“圣嗣山崇福衍正尚相公”等，列在汪公大帝之后，足见九相公在徽州民间信仰体系中

的地位⑥30。这一神灵崇拜在札源村的确立，既有赖于显灵故事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与吴氏宗族中的驸马传说相挂钩。 

关于九相公的显灵事件，前述庙址变化引发天灾人祸是一个例子。除此之外，道光四年的《重建九圣显灵庙记》也记录了

一些九相公显灵的故事。该文作者吴衍纯开篇就指出:“当今四维六合咸知吾古札敕封崇福衍正尚相公威灵显赫矣，然处常无祷

不灵，无求不应，犹未甚异，所异处变莫知其所以然，而克完赵璧。”⑦31说明周边村落民众接受九相公崇拜的原因，除了日常

的有求必应之外，异常情况下的灵验更有说服力。对此，他给出了两个例子。 

其一，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洪水勃发，波涌浪翻”，桥墩观音阁、夹岸王公祠以及人户房屋、宗祠、庙宇等建筑，

“尽付万顷洪波”。是时，吴氏合族莫不痛心疾首，以为九相公神像“定作龙王客矣”。不过，该族有轮流供奉神像的定例，

“议作十年，轮年神首，照丁供奉”。巧合的是，“五月轮碓家士志，其家全没，神何独存?孰知士志适于五月五日供满，六日

东青垅启仲迎供，七日大难，神独存焉”。正因为如此，吴氏合族认为“是诚威灵显赫，四维六合更藉藉揄扬”。 

其二，如下文论及，九相公还受到休宁县汊口、商山、浯田等村落轮流迎请供奉，制定有一定的规例。此时，不独札源遭

受水灾，“各处尽遭水难，不能循规。神乃亲临各处，写戏酬愿。及查，并无其人。各处因聚语曰:‘前写戏貌似尚相公，其殆

因我等忘赛愿乎?’遂速备礼前来禀告，来年不敢违例”。由此，札源吴氏也认为是九相公“威灵显赫，有之致之也”。 

                                                        
25①( 清) 吴衍纯: 《重建九圣显灵庙记》，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 4。 
26②( 宋) 罗愿: 淳熙《新安志》卷末《附汪王庙考实·夫人》，《宋元方志丛刊》第 8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第 7776 

页。 
27③陶明选: 《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第 21 页。 
28④王振忠: 《新安江》，第 139 页。 
29⑤朱祝新: 《璜蔚志》，2007 年印行，第 233 页。 
30⑥陶明选: 《明清以来徽州民间信仰研究》，第 29 ～ 30 页。 
31⑦( 清) 吴衍纯: 《重建九圣显灵庙记》，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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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明，与其他地区如同菩萨、汪公保境安民式的显灵故事大不相同，乾隆戊申年大水灾中的九相公显灵故事，凸显的

是该神灵的自我保全，并没有提及保佑村民生命与财产。对于奉祀该神灵的其他村落，同样没有强调消灾庇佑的作用，而是提

醒人们在灾害期间保持轮祀规则。再加上明嘉靖年间由于庙址一度远离札源村而导致恐慌的故事，反复提醒我们，九相公的灵

验不完全在于保佑平安，而是该神灵存在于札源村而给人们带来安定。倘若发生秩序变动，如庙址迁移或轮祀规则荒废，则会

导致灾难或提醒人们及时恢复。因此，异常情况下的神像失而复得，保持在札源吴氏手中，则被解释为“威灵显赫”的体现，

由此强化人们对该神灵的信奉。这类灵验故事被创造出来，反映了九相公对于札源吴氏的重要意义。对此，吴兆泰书写《尚相

公像记》时，还专门记载了檀香木神像的重量为十一斤十二两①32。 

除此之外，吴氏还创造出南宋驸马的传说故事。关于这位南宋吴思义驸马，其传记有如下记载: 

娶新安郡吕佳荣公女，闺讳菊英，生一子，名达时。公游于临安府，至咸淳八年，喜遇国朝高结彩楼，大张筵宴，集天下

诸王、国戚、公侯、宦族、豪杰、客商、群英、秀士，进席共宴，托天恩祖灵，是岁八月叨尚度宗皇帝陛下招为驸马，爵授都

尉。次年春敕赐还乡省祭，御赐金册仪仗全副荣归，历冬间驸马、公主回京复命。次年秋后，元兵大起，主薨。及帝昺具祸以

烬，驸马并帝后妃等俱随航海，及崖山舟覆，莫知所终矣。②33 

这一故事显示札源吴氏附会皇室正统的企图。而吴思义追随宋皇室在崖山坠海失踪，显示出该神灵有忠义行为，并非淫祀。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三《诰敕》还载有所谓的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驸马回乡省亲的“钦赐仪仗”“题诗册牒”等。卷十

二有“谨述驸马事略”，与传记内容有一些出入。其传说称:咸淳八年，吴思义在弱冠之年游历杭州，巧娶淑贞公主，并没有提

及他已经婚配。次年，获准返乡省祭，一路在遂安十一都、十二都尽显风光，除暴安良。但由于十二都外祖母老婢不知礼仪，

擅自揭开公主轿子珠帘，由此触犯皇帝威严。吴驸马“惓念母氏，只命世输其粮，以抵军罪”。由于该故事的文本残缺，此后

的情节不得而知。从有限的信息来看，吴氏建构出与南宋皇室关系密切的故事，除了提升自身地位之外，还与交界地区的土地

赋税有一定关系。冲撞公主后，“世输其粮，以抵军罪”或许隐喻了札源吴氏由于某种特权，在遂安县获取并保持相当的利益。 

首先，札源吴氏不断有支派向遂安移民。“札溪与遂邑本连界之地，当时产业多有在遂邑者，因徙居遂邑十三都童家村。”

此后，继续迁移至“利南三保大川溪西，则仍遂邑十三都地方也”。此次迁居后，曾有一段时间发展兴旺。这是由于“利南为

江浙通衢，贸易最便”，因此“人丁蕃衍，阡陌宏开，休、歙、遂三邑立户完粮，何其盛矣”。但是，“嘉靖末年，气运颓矣。

万历间而竟凋零矣”。之后，再度迁徙至十三都青山童家坞，“田园日增，积贮日厚，可谓盛矣”③34。经过若干挫折，徽州移

民最终在浙江境内定居，并积累一定的土地产业，才能在多地开立税户。 

其次，正因为这样的移民背景，札源吴氏控制散布在遂安等地的土地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外界侵吞纠纷。吴驸马的传说

本身就有助于个别土地产业权益的保持。如浙江省衢州府开化县的一处墓地，被认为是吴思义葬祖父之处，却在明万历年间被

当地“势豪窥其颓败，垂涎谋占久矣”。札源吴氏认为产权归属的证据，就在于一篇据说是吴思义于咸淳九年所撰写的《西峰

堂记》①35。文中除了记录此处墓地有“田百十五秤，基地七分，与世戚张仲九公共建庵敬祀先灵神主”，让张姓子孙世代掌管

修坟事宜外，还强调该庵堂得到了皇帝的敕赐堂额。虽然坟庵的确符合宋明之际的祭祖方式②36，但这篇记文的真实性自然令人

怀疑，尤其是皇帝赐额的事件。实际上，该文极有可能是在万历十六年(1588)札源吴氏与开化“势豪”打官司中用以证明自身

利益的工具，并伴随着当年吴氏轮流管理的“分业文约”一并收入族谱。正是因为札源吴氏维护跨界土地权益，从而制造出吴

驸马要求遂安等地“世输其粮，以抵军罪”的故事。 

最后，吴驸马的事迹中，并没有提到九相公。吴驸马与九相公联系起来的说法，最早见于前述吴良鼎的《复迁重造九圣庙

                                                        
32①( 清) 吴兆泰: 《尚相公像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33②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7《大传·思义公传》。 
34③( 清) 周景柱: 《吴氏移居遂邑三迁序》( 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20《大川环善堂世系》。 
35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6《墓图碑铭》。 
36②何淑宜: 《香火: 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台北: 稻乡出版社，2009 年。 



 

7 

源流记》。包括正德年间的《九圣庙记》等相关文章却丝毫没有提到吴驸马。可以推测，九相公信仰较早已经在札源吴氏中流

传，这是里社体制演变的结果。到了明中后期，又建构出吴驸马带入九相公的说法，通过强调驸马的正统性和尊贵地位，进一

步巩固了九相公崇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同时，这一情况也有外神(民间信仰)服务内神(祖先崇拜)的特征③37，即利用九相公

信仰丰富祖先崇拜的内容，提升札源吴氏在山区开发和地域竞争中的地位。吴氏宗族还组成了“九公会”。该会的具体构成和

运作方式并没有多少线索留存，不过，该会多次参与了札源吴氏统宗祠———宗远堂的重修。雍正年间，“助田一坵，祠前做

路，又庙左狮山在山古木尽伐助造新祠”④38;嘉庆、道光之际，“助柴数十余根，众给钱文二两，备礼安山”⑤39。九公会在宗远

堂建造过程中的贡献，也说明了九相公庙已经成为札源吴氏全体有份的神庙。如此一来，祖先纪念与神灵崇拜得到了有机统一。 

五、宗族操控下的九相公“信仰圈” 

九相公崇拜不仅在札源立足，也影响了周边若干村落，形成了一个“信仰圈”。“信仰圈”这一概念由台湾学者林美容明

确提出，具体含义为:“某一区域范围内，以某一神明及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的信徒之志愿性的宗教组织。”⑥40“信仰圈”理论

有助于理解村际关系与社会网络，不过，如同“祭祀圈”一样，该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并追溯制度源流时，也留下了更

多的探索空间。 

关于九相公“信仰圈”的描述，康熙五十七年(1718)当地文人吴兆泰的《迎神辨》最为详尽⑦41。其文称，九相公“因附汊

口程丞相带回，是以每岁季夏，彼亦迎神酬赛，排銮于村首就云亭，接驾之至，而于村末汪王殿交替，送舆之归。历今数百余

年，虽四邻三尺之童，无不周知”。汊口程氏(正德《九圣庙记》中称为休宁云溪程氏)与札源吴氏是“通家之好”，按照惯例，

“每岁秋前，亦预送云笺，过迎祷赛一月”⑧42。结合前述嘉靖庙记可知，程丞相即南宋理宗时期的程泌(1164—1242)。他是休

宁汊口程氏作为仕宦宗族的标志性人物，积极经营地方事务，不断提升宗族地位①43，尤其是为程灵洗立庙(汊口世忠行祠)，推

动程灵洗得到宋廷的赐额和认可，从民间社神正式向祠庙化和正统化转变②44。由此可见，程泌对宋元以降的徽州地方社会文化

的塑造，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不过，札源吴氏的传说将理宗时期的程泌与度宗时期的吴驸马描述为同时代的人物，“同朝

事主”③45，显然不足为信。但从中也可看出汊口程氏可能是较早与札源吴氏结盟，约定了九相公迎送的规矩。一首《九圣回坛

歌》就是对此的描述: 

九圣汪公子，神明续父乾。无私承宋 

敕，崇显著青编。驸马程丞相，吾乡及汊 

川。至诚仝立奉，世驻我金泉。正直非淫 

祀，威灵处处传。祈晴兼祷雨，利渗福无 

                                                        
37③陶明选: 《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内神与外神的区

分，参看［日］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云贵彬等译，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 3 页。 
38④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重建宗远堂首士题名记》。 
39⑤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 4《建祠助资名录》。 
40⑥林美容: 《从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张炎宪编: 《第三届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 年，第 101 页。 
41⑦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 
42⑧( 明) 陈良器: 《九圣庙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43①朱开宇: 《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会，2004 年，第 49 ～ 53

页、60 ～ 61 页。 
44②章毅: 《宋明时代徽州的程灵洗崇拜》，《安徽史学》2009 年第 4 期 
45③( 清) 吴兆泰: 《尚相公像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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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相府流彝典，年年秋季前。请游涓吉 

旦，预送彩云笺。我境齐扳送，他方在望 

悬。往回一期月，例则弗渝先。今岁当今 

日，忻逢圣驭旋。祗迎人渗渗，接见慰思 

瞻。鼓乐喧天响，旌旗耀日妍。到坛酬善 

愿，祈赛保丰年。伏冀巫灵爽，怜兹众意 

虔。西成登高宝，灾患悉消蠲。风静干戈 

息，恩波雨露沾。八荒歌舜日，四隩乐尧 

天。均拜神功大，流传侍奉专。万年香火 

位，永并泰山兼。④46 

通过这样的传说，将本土的吴驸马传说与九相公崇拜、札源与汊口(汊川)联系起来。《九圣回坛歌》中也仅仅提及将神像

送至汊口，没有其他地方参与。可是，吴兆泰却提到:“其到坛第六日，虽分浯田请去五日，然总在一月之内，期满则神仍归札

水。商山与吾族时有姻，先朝亦得另期迎请。”他在《尚相公像记》中还指出，“商山之于云溪(即汊口)既为至戚，而于吾乡

亦有瓜葛，因恳云溪转求吾族迎神酬赛”⑤47。商山是久负盛名的徽商之乡，有“歙县两溪南，抵不上休宁一商山”的俗谚⑥48。

商山与汊口的“至戚”关系，或始于程泌长姐与吴自胜联姻，形成学术网络下的姻亲关系⑦49。由于汊口、商山、札源之间互有

姻亲关系，商山也加入九相公的奉祀。至于浯田，应为休宁县南四十里的吴田，当地也是吴姓居多⑧50，介于汊口、商山之间，

亦受到一定影响，故也加入“信仰圈”。 

嘉靖十八年(1539)，由于商山“彼雕假易真，致与之聚讼于休，公断时神虽返璧，而分水犀圭竟为问官携去，遂不许迎请”
⑨51。札源当地还有商山将九相公“雕假易真”故事的口头传说:吴氏派人将九相公迎回之时，发现商山人刻制了九尊(一说九十

九尊)一模一样的神像摆在一起，让吴氏自行认领。九相公当晚托梦给吴姓，在每尊神像前都点一炷香，哪尊神像前的烟是笔直

向上的，哪尊就是真身，由此识破了商山的骗局○1052。此后，九相公一百多年未至商山。此类传说在徽州各地较为常见，如歙县

北部的箬岭汪公神像颇为灵验，各地纷纷前来迎接神像求雨。据说从邻村上丰村开始，神像接送失去控制，被送到了杭州。当

地灵隐寺欲占为己有，造了一百尊一模一样的神像，企图蒙混过关。而汪公托梦给许村宗祠首事，脸上有黑痣的才是真身，遂

将神像顺利找回。此后，许村将汪公纳入总祠管理，接送神像必须订立“订书”，明确路线和期限，还制定了禁止上丰村前来

接神的规定 ○1153。 

                                                        
46④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 
47⑤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48⑥王振忠:《乡土中国·徽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48 页。 
49⑦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第 49 页。 
50⑧(明)曹嗣轩:《休宁名族志》，胡中生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 年，第 445 页。 
51⑨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附合同文约》。 
52○10据笔者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札源村的田野调查与访谈。 
53○11许骥:《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69～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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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札源与商山的关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康熙甲寅，闽藩叛逆，人民逃避，而神亦藏匿于商山，复显灵异，故彼

又起援例之思，敦请者再。戊午春，乃重与立议规期，而神舆令其自迎自送焉。”据说，三藩之乱期间，皖浙交界地区“三载

刀兵，即深山穷谷，金身亦难藏匿”。吴氏老奴添祥背负神像，将其藏匿于商山吴氏族人吴家英(此人为“商山之半子”)处，

使其免遭战火。因此，战乱之后，商山请求恢复九相公的巡游①54。双方由此订立规约: 

立合同议约，札源吴君慕等，商山黄美中、吴九仪等，今为札源九相公神像，古例商山赛愿原行迎请，突因匪讹，以致嘉

靖十八年起，历今百有余年，神舆间阻不临，不无日久成规之议。近因康熙十三年邻邑寇乱，蜂聚札源地方，而相公神像潜居

商山地方，则是神圣灵异，动止自为，非人力所可及者。以致商山复思援例欲接相公降临，得沾余泽，以保丰年。故嘀请于札

源族长以及十年君慕等，合众公议，忝与商山至戚，况且同宗，又祀神好事，既有古例，无不允从。合议定以八月望前二日迎

迓神舆降临商山，以望后五日即送神舆旋返札源，迎送共定八日为期，不得逾越。共立合同一样二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一议，商山每年定以七月十二日至札源预下请启，至八月及期方行迎接。 

一议，商山下请启，若有闰七月，则以闰七月十二日为期迎送，若有闰八月，则以前八月为定。 

一议，商山至期迎请，札源不得推阻，期满即送，商山不得逾越。 

一议，迎相公至商山，必当慎于守护，以免疏虞之咎。本家亦遣下灶二人随神往返。合同一样二纸，各执一纸存照。 

札源合同一纸商山吴圣传书 

商山合同一纸札源吴尚侯书 

康熙十七年三月日立合同议约吴君慕、吴公望、吴申之、吴越九、吴公蕃、吴振宇、吴士修、吴开先、吴士福、黄美中、

吴九仪、吴公极、程仲旭、吴岩之、吴修来、吴丁予、吴赋上、吴圣传②55 

参与订立合同的商山代表分别是黄姓和吴姓，为商山两大族姓。描述恢复迎神的理由时，还加入“况且同宗”的理由，表

明迎神活动有助于两地宗族的沟通合作。合同在执行过程中也有若干细微的变化，如到了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商山下启邀

游的时间定为七月十三日，与合同的日期差一天。迎神日期固定为八月十三日，“二十回札，共以八日为期，并无回启”。同

时，商山地方还需要给予吴家英一定费用，由其代为生息，作为轿夫的经费。可见，吴家英成为负责迎神的重要角色。其间，

札源吴氏“止差木瓜坦地仆一名随神”，亦有酬劳③56。 

立约的同一年秋季，“汊口忽起波澜，承商山送神返札，道经伊里，遂起阻留争辩，而又与商山另立新墨”。全文如下: 

札源、汊口、浯田、商山立议合同，程德羽、吴君慕、吴九仪等为公议成规，以垂永久事。今据每年秋季奉迎札溪尚相公

尊神驾临各村，祈求民康物阜，商山迎请日期条例开列于后，立此合同一样三张，永远存照。一议，商山于八月十二日至札溪

迎请，十三日到汊口宿坛，十四日备旗銮至汊口汪王庙迎至商山，旗帜听便，照浯田迎王例。一议，商山八月初一日备二名帖

到汊口上下村族长处通知。 

一议，递年亲随神驾至，商山六社四名，札溪二名，汊口二名。 

                                                        
54①( 清) 吴兆泰: 《尚相公像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55②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为九相公与商山议墨》。 
56③( 清) 吴兆泰: 《尚相公像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10 

一议，八月十九日商山由汊口送神至札源。 

一议，递年只办旗四对，有就云亭迎神，其已前汪王庙照浯田例，俱不在议内。已上数议，违者罚名班戏一台。 

康熙十七年八月日立合同商山程禧惠、吴岩之、吴九仪、黄顺德，札源吴君慕，汊口程德羽④57。 

对此，吴兆泰评论道:“今观墨中所载，首则插入浯田二字，尾又不列浯田一人之姓名，此殊不可解者。”更令人费解的是，

“独不思尚相公乃札源之福德，浯田之请在汊口一月期内，彼议即在秋，又不能违吾前墨，别订新盟，但争至彼宿坛一夕，则

亦何益之有哉?”他进一步推测，“盖商山与吾族迎神一月之前预下请启，彼又争八月初一名帖之具，脱［托］尚相公亦为彼之

福德。则吾家既有启，而彼何独无耶?岂名帖愈于启耶?倘吾族邻封俱欲迎接，允否权操我手，在汊口能令其必具名帖乎?又岂能

越岭拒阻而一一共议乎?清夜自思，其不愧且悔者，非夫矣”①58。吴兆泰对汊口强占九相公迎送的名帖递送之权耿耿于怀，认为

本族拥有九相公神像真身，自然对周边村落请求迎神握有决定大权，而不是让汊口插手其中。由此，也解释了何以札源吴氏创

造九相公显灵故事总是以神像留在本村为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商山吴氏、浯田吴氏和汊口程氏，都是在明代纳入《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的徽州大族。札源吴氏

虽不在其中，却通过将族源追溯到临溪吴氏，以“名族”支派自居。不仅如此，吴氏还通过九相公崇拜这一文化资源，建立关

系网络，进一步提升自身地位。吴驸马与程丞相的故事，说明汊口对九相公崇拜“有份”，但神像归属却在札源。在这一传说

之外，何以札源与汊口产生共同“有份”的关系?其源流可能同样需要从里社制度进行考究。 

在上述合同中提到“商山六社”这样的组织。不过，“六社”在札源吴氏的文本中还有其他名称。如，由于九相公神像系

沉香木制成，需要妥善保管，但是乾隆年间，云溪六社舆夫失损圣容，“罚其重光”。而神像换衣的费用，“历系吾族(吴氏)

独任，不染云溪分毫”，并成为定例②59。前文考证中，云溪指代的是汊口。据此推测，商山与汊口(云溪)可能皆有六社组织，

抑或两者即为同一组织，限于资料，不能明确判定。但是，这至少说明“社”是九相公崇拜活动中的重要组织基础。 

札源吴氏也有“社”的提法。在前引《九圣回坛歌》中就有“世驻我金泉”的语句，“金泉”即札源的“社”名。前文提

及的开化县西峰堂，吴氏在积极维护其归属权的同时，在堂内铸一铁钟，铭文为“歙县仁爱乡金山里金泉社札溪驸马公后裔吴

惟枨、吴文友、吴文钦重铸”③60。这些细节，进一步证明了前文九相公崇拜源于里社制度的说法。 

在神像的迎送过程中，双方都是以“社”为单位展开，说明了里社制度对于“信仰圈”形成的影响。还有一个细节颇值得

玩味。道光年间的《重建九圣显灵庙记》载:“我尚相公亦得遵古制，序昭穆，逢时届节，罗列于父兄尊长之傍，千秋血食。”
④61而汊口等地迎神供奉之处便是在汪王庙，同时，廿五都飞地其他村落也有汪王庙、汪公会存在，如璜尖、清坑等，却始终未

见它们参与札源九相公崇拜之中。可以推测，随着里社制度的分化，里社演变为村庙，札源九相公崇拜遂与廿五都飞地其他村

落渐行渐远。同时，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在徽州腹地谋求文化资源和经济利益，札源吴氏又以创造传说故事、宣扬孝道之

类的名义进一步包装九相公的巡游活动，与其他村社建立起联合关系。郑振满指出，里社组织在社区化演变趋势下，也有形成

社团性的“合社”组织⑤62。札源九相公的例子则显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形成了规模更大的“信仰圈”。 

除了汊口、商山之外，札源邻近村落也参与到九相公崇拜之中。吴兆泰在《迎神辨》中还提及:“至若吾族之于张村，历有

                                                        
57④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又与汊口商山议墨》。 
58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附合同文约》。 
59②(清)吴兆泰:《尚相公像记》，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5《记》。 
60③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6《墓图碑铭》。 
61④道光《札溪吴氏续修宗谱》卷 4《重建九圣显灵庙记》。 
62⑤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组织的演变》，《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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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载道，无容细赘。后因方友付等盗神，致与大费唇舌，因不许其请事，详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之遗墨，今尤可考。”

这份在乾隆年间尚存的合同，却没有收录在吴氏族谱中。张村(又名樟村)与札源九相公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吴氏迁居札源

后先将社坛设于张村，供奉汪公。据说成化年间发生了方姓盗神像的事件，遂不再允许该村迎神。这一情况与商山盗神像颇为

相似，说明了神像对于地方社会的重要意义，也构成了札源吴氏对神像珍重的直接原因。 

在参与乾隆《札溪吴氏宗谱》编修的外迁十支派中，唯有遂安县的枫川迎送九相公。据说该村吴氏“原系中和堂支裔，迁

于庄所，今但俟本族祷赛酬福后，自迎自送，往返三日，不容逾期。至有他事，则止许接香”①63。这也说明，即便在宗族谱系

上认同，外迁各派在神灵崇拜方面未必皆有义务参与。由于札源吴氏对遂安等地的寄庄土地产业颇为重视，该支派又迁居庄所，

负责寄庄产业的打理，在自愿参与的同时，强调该支派居住位置的意义，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札源吴氏在遂安的经济利益。 

另外，“木瓜坦逆仆自丙戌跳梁，违断方命，即香亦不允接焉”。木瓜洪氏被札源吴氏指认为“佃仆”，双方在康熙年间

发生大规模的诉讼纠纷，并延续到清中叶。在康熙纷争的“三周五案”中，就有一件九相公案②64。吴氏利用九相公在汊口等地

巡游的机会，命令洪姓将其迎回，从而证明该姓为佃仆的事实。神像巡游又增添了展示主仆上下关系的意义。 

因此，在乾隆时期，九相公的“信仰圈”主要是休宁境内的汊口、商山、浯田等三处村落以及遂安的枫川。它们都大体符

合同一神明、志愿性的原则。但是，这一“信仰圈”的形成，深受里社制度衍变的影响，且由吴氏宗族主导并决定哪些村落族

姓是否有份，反映了札源与周边村落间的利益关系。 

六、结论 

民间信仰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社区具备形态各异的特色，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札源九相公崇拜之

所以与徽州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别，主要体现了吴氏宗族在地域开发过程中所建立的社会关系。16 世纪以后，吴氏宗族对九相

公传说故事不断地建构，并建立起祭祀秩序。这一过程中，里社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与组织基础。 

“祭祀圈”与“信仰圈”等理论，往往被批评为过分强调“圈”的界定，而不是从中寻找底层蕴含的意义。面对丰富且复

杂的历史现象，抽象的理论模型只是观察工具和参照对象。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社区性的“祭祀圈”还是区域性的“信仰

圈”，都与里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民间信仰组织呈现出此类地域色彩的背后，是宗族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作为“祭祀

圈”范围的札源村内，吴驸马与九相公传说故事的关联，说明了札源吴氏利用民间信仰强化宗族组织。在札源九相公崇拜向外

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信仰圈”特征一致的现象。不过，九相公显灵故事，尤其是各类神像失而复得、为吴氏宗族所

保持的故事，是地方社会竞争的折射。竞争的结果，便是札源吴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体现在民间信仰的秩序，则是有份

与无份的区别。在包括了位居徽州腹地的汊口、商山以及浙江寄庄田产所在村落等地，将札源置于“信仰圈”中心的同时，也

反映了皖浙交界山区名族力量、土地产权共同编织的利益网络。 

                                                        
63①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卷 17《祭文·附合同文约》。 
64②黄忠鑫: 《清代徽州边缘村落的大小姓纠纷——以〈跳梁记事〉为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 《徽学》第 8 卷，合

肥:黄山书社，2013 年。 


